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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理的力量：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著作
百年图志》（简称《真理的力量》）以“图志”这一
独特的学术体裁，系统地呈现了马克思主义经
典著作及其中国化成果百余年来的翻译、出版
与传播历程。在当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
研究日趋深入的学术语境中，本书提供了一个
别开生面的研究范式——不是从理论推导理
论，而是以“书”为媒介，通过考察文献的物质形
态及其社会生命史，将抽象的“真理力量”具象
化为可触摸、可追踪的历史实践，从而揭示了出
版传播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所扮演的
“主力军和主阵地”的关键角色。

长期以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主流
范式侧重于思想史的考察和理论逻辑的梳
理。学者们关注的是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如
何被中国知识分子接受、阐释和改造，如何与
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相结合，进而形成毛泽
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
学发展观以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等一系列重大理论成果。这一范式固然
揭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脉络，但在
“传播”这一关键环节上——理论从文本转化
为群众实践力量的中介过程——往往着墨不
足，或仅作为思想史叙事的背景予以简略处
理。《真理的力量》一书的独特贡献恰在于，它
将学术视野从“思想如何被阐释”转向“著作如
何被传播”，将出版史纳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研究的核心议程。全书以时间为经、以著作出
版为纬，将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成果的出版
置于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历史进程和中国共产
党发展历史的大背景下进行考察。这不仅是
“马克思主义著作版本学”意义上的史料编目，
更是以出版物的生产、流通和接受作为分析对
象，透视理论如何经由物质载体完成其社会动
员和历史实践功能的深度研究。

从方法论上看，《真理的力量》开创了一种
“以书证史”的研究范式。马克思曾说：“批判
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
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
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然而，“理论掌握群
众”绝非自动发生的过程，它需要一套复杂的
社会机制——其中出版是最基础、最关键的一

环。本书通过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翻译、出
版、再版全过程的梳理，将“理论掌握群众”这一
哲学命题转化为可研究的具体问题：哪些著作
在什么时间、以什么方式、被哪些读者群体接
受？出版活动如何塑造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
知识谱系和话语体系？革命出版活动又如何培
养了一代党的领导骨干？这些问题在书中均有
细致呈现，构成了马克思主义传播社会学研究
的鲜活素材。
“图志”体例的运用，是本书在学术表达

上的重要特色。所谓“图志”，并非简单地在
文字叙述之外附以插图，而是以书籍的实物
形态——封面、版权页、版本变迁、装帧设计、
出版机构沿革等——本身即作为史料和史证，
与文本分析形成互文关系。马克思主义著作

在中国百余年的出版历程，恰是一部浓缩的中
国现代思想史、革命史和出版史。从19世纪
末马克思主义被零星介绍到中国，到20世纪
初李大钊、陈独秀等人系统传播马克思主义，
再到中国共产党成立后马克思主义著作的规
模化翻译出版，直至新中国成立后马克思主义
理论建设进入新阶段，以及改革开放以来马克
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的大量涌现——每一
个历史阶段，都有其标志性的出版物作为时代
的注脚。本书对这些著作的版本形态、出版机
构、发行渠道、读者反馈等进行系统梳理，使得
抽象的“思想传播”呈现出可观察、可测量的历
史形态。

尤为值得关注的是，本书对马克思主义中
国化主要代表人物著作出版历史的考察，揭示
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并非简单地将经典理论
“应用”到中国情境中，而是通过中国马克思主
义者的创造性实践，在理论形态上实现了一次
深刻的主体性建构。《毛泽东选集》的编辑出版、
《邓小平文选》的整理问世、习近平总书记重要
著作的出版传播，这些不仅是出版事件，更是马
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得以确立、确认和再
生产的重要机制。书籍的出版，在此意义上，构
成了理论权威化、经典化的制度化过程，是思想
史本身不可或缺的内在环节。

从学术价值的角度审视，《真理的力量》至
少在以下三个层面作出了重要贡献。第一，拓
宽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学科视野。传
统研究多集中于哲学、政治学、历史学等学科
领域，而本书将出版学、传播学的分析工具引
入其中，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提供了跨学
科的方法论资源。出版物不仅是思想的载体，
更是思想得以社会化、制度化的物质基础。将
出版活动纳入马克思主义传播的分析框架，有
助于克服以往研究中“重文本轻语境”“重思想
内涵轻传播机制”的偏向，使马克思主义中国
化的研究更加立体化、过程化。第二，为当代
中国主题出版实践提供了历史镜鉴。主题出
版作为当代中国出版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承
担着巩固主流思想舆论、推动马克思主义著作
出版与传播的重要使命。《真理的力量》通过对
百年马克思主义出版史的系统梳理，总结了不

同历史时期马克思主义著作出版的成功经验和
历史教训，对于当前如何做好马克思主义理论著
作的主题出版工作，具有直接的借鉴意义。第
三，在学术传播和公众教育方面具有独特价值。
“图志”体例兼具学术性与可读性，图文并茂的
呈现方式使本书不仅适用于专业学者的研究参
考，也可作为党员干部、高校师生乃至普通读者
了解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历史的重要读物。
书籍的物质形态本身就是历史的讲述者，本书
通过对大量珍贵书影、版式、装帧的呈现，使读
者能够直观地感受到马克思主义著作在不同历
史时期的物质面貌，从而获得比纯文本阅读更
为丰富的历史认知。当然，作为一部开创性的
著作，本书也存在进一步拓展的空间。例如，对
于马克思主义著作在普通读者群体中的接受和
反馈情况，受限于史料条件，书中着墨相对有
限；对不同历史时期读者阅读行为、书籍流通网
络等传播社会学层面的深入分析，也有待后续
研究的推进。此外，数字化时代马克思主义
著作的新型传播方式——电子书、数据库、网
络平台等——对传统出版模式的挑战与重塑，
同样是值得延伸探讨的议题。这些不足非但无
损于本书的学术价值，反而为后续研究指明了拓
展的方向。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近代中国最危急的时

刻，中国共产党人找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并坚持
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用马克思
主义真理的力量激活了中华民族历经几千年创造
的伟大文明，使中华文明再次迸发出强大精神力
量。”《真理的力量：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著作百
年图志》一书正是以“书”为路径，以“出版”为方
法，对这一历史进程作出了独到的学术阐释。它
提醒人们：真理的力量不仅蕴含在理论本身的逻
辑严密性和解释力之中，也体现在承载理论的物
质形态如何穿越时空、抵达人心、转化为改变世界
的实践力量。从这一意义上说，本书不仅是马克
思主义传播史研究的重要学术成果，更是一部以
书籍为主角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叙事——它让每
一本书都成为历史的证言，也让真理的力量在书
页的翻动中变得触手可及。
（作者为黑龙江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

系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

明朝有一部畅销的世情小说——《警世通
言》，其中第四卷名为《拗相公饮恨半山堂》，就
是一个关于王安石的“社死”故事。
话说王安石经历了变法失败、老年丧子的打

击，隐姓埋名，独自赴江宁养老。然而一路上不
管他走到哪里，都听到形形色色的人骂他和新
法。他所到之处，街市、店铺、庙宇、驿站，甚至茅
厕里，都见缝插针地写着挖苦、诅咒他的诗文。
一日傍晚，为了寻个清静，他特意挑了一所

偏僻的乡间茅屋借宿。第二天清晨，王安石早
起，恰好看到房东老太太在喂牲畜。老太太拿
着木勺在食盆中边搅边唤“罗罗罗，拗相公来”，
两头猪闻声而至；老太太又唤“喌喌喌喌，王安
石来”，只见一群鸡小跑着过来。原来这地方的
人们深受新法之害，“畜养鸡豕，都呼为拗相公、
王安石，把王安石当作畜生。今生没奈何他，后
世得他变为异类，烹而食之，以快胸中之恨耳”。
《警世通言》流行的年代，距离王安石变法

已经快600年了，人们还没有停止对王安石的
群嘲。然而，就算王安石被人们的唾沫星子淹
死，他真的失败了吗？不见得。

其实王安石变法，贯彻的是北宋的国家
意志。

北宋的国家机器空前费钱。北宋建国后，
很快就建立起一个高度集权的财政体制。地方
财富以“上供”的形式集中到中央，由度支、盐
铁、户部三司统筹支配。皇帝直接掌控“三司”，
密切关注财计的盈亏虚实，亲自过问政策制
定。而且北宋比以往任何时代都依赖商品专
卖，盐、茶、酒、醋、铁器、矿产、香药、煤炭，全是
百姓无权涉足、官府垄断经营的领域。
在财政的问题上，北宋从来就不是一个“慈

眉善目”的国家，它的“手”从一开始就伸得很长。
然而在北宋的前100年，国家还是给经济

留了一些空间，比如“不立田制”“不抑兼并”。
《宋史·食货志》中有这样一段话：

宋克平诸国，每以恤民为先务……而又田
制不立，圳亩转易，丁口隐漏，兼并冒伪，未尝考
按，故赋入之利视前代为薄。

所谓“不立田制”“不抑兼并”就来自于此。
然而“不立田制”不是说宋朝没有土地制度，而
是没有对土地实行大规模的强制再分配；“不抑
兼并”也不是说国家鼓励地主恶霸兼并土地，而
是取消占田限额，允许土地在市场上自由买卖。

北宋前100年奉行这样的国策，不见得是
出于国家的宽容与善意，但是客观上的确造就
了一个相对自由的、允许市场规律发挥作用的
经济环境，至少在某一些领域、某一些地区是如
此。所以北宋的前100年，民间经济的成长也
是肉眼可见的。
第一，人口的飙升。
据现代学者推算，北宋人口从开国时的

1270多万飙升到了1亿多。这1亿多人口，让
整个经济的蛋糕有了做大的可能。
第二，占城稻的引进。
北宋的淮河以南、长江中下游地区以种稻

为主。然而在1021年以前，这一区域普遍种植
的是一季晚生粳稻。这种水稻单产量高，但是
生长期长，对土壤、水分的要求高。1011年，两
浙地区春季大旱缺水，原有的粳稻无法播种，所
以宋真宗遣使从福建取回了一个原产越南的新
品种，早熟、耐旱、耐瘠。早熟使它能避免江、
淮、浙夏秋季的干旱；耐旱使它可以在灌溉条件
差的梯田中种植，甚至可以种在旱地；耐瘠使它

不挑土质，随处都能生长。这就是“占城稻”。
据说占城稻自引入以后，几十年的时间就在北
宋的稻作区推广开来。稻农的种植作业变得更
加灵活，而且有可能降低生产成本。
第三，以漕运为中心的市场体系。
北宋初年，建成了以首都开封为中心，以

汴河、五丈河、蔡河、金水河为主干的运河网
络，连通了淮河、黄河、长江三大水系，将全国
主要的财富产地与国家的核心地带贯通起
来。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一个庞大的、有组织
的物流体系——漕运。依托漕运，原来孤立的
区域市场被联系在一起，形成了一个相互补充、
更有效率的市场体系。
第四，制造业的迅猛发展。
姜锡东先生认为，宋代生产力的发展，最突

出的是制造业。在宋代生产力的至少45项新
发展中，农业只占约15项，制造业则占了至少
30项。在采煤业、金属冶炼技术、制瓷业、纺织
业、造纸印刷技术、兵器制造技术、造船业、航海
技术、茶叶加工技术、复合型机械制造技术、刻
书业等方面，宋代都有亮眼的表现。

总之，在100年相对宽松、务实的经济生态
中，北宋的民间积累起数量不菲的财富。到了
神宗时期，国家财政吃紧，朝廷自然想到民间还
有财源可挖。而王安石变法，就是将民间财富
汲取到国家囊中的一次大规模尝试。

所以上文讲到的法令，大都涉及国家与民
众之间的交易。有时是民众向国家交钱，有时
是民众向国家贷款，有时是民众帮国家干活，有
时是民众向国家购买商品。总之，要让民间的
财富（尤其是货币形态的财富）以涓涓细流的形
式，向朝廷、国库汇聚。

虽然王安石声称改革的宗旨是“民不加赋而
国用饶”，但这是不可能的。因为财富就那么多，
国家得到了，民众自然就会失去，没有两全的办
法。在国家主导交易、决定价格的情况下，很难严
格地约束自己不侵犯百姓的利益。这就是为什么
这次变法的几乎所有法令，都令民众有强烈的被
侵害感、丧失感。

更进一步地说，在王安石变法中，北宋变成
了一个更加财政集权、高汲取型的国家。而这个
结果从北宋建立高消耗的国家机制、高度集权的
财政制度时，就已经注定了。就算没有王安石，
也会有别的人，用别的方式开启这个转变。

其实王安石错就错在，把一切想得过于简单
了。在主持变法之前，他为这项“使命召唤”做了
很长时间的准备。尤其是以科举考试顶级精英
的身份，一头扎到基层，一干就是十几年，实在是
够真诚，够务实。但即便这样，也还是不行，因为
他面对的是1亿多的民众。在此之前，没有任何
一个传统国家治理过如此巨量的民众。

不管各项法令经过怎样的用心设计，一旦平
摊到1亿多人的头上，落到无数的基层社区，就一
定会走样。因为每个人对同一件事的理解都不一
样，每一个地区的情况也不一样。民众不仅仅是
被法令指挥、约束的“工具人”，他们还会钻法令的
空子，去反抗制度，甚至去“玩”制度。于是，那些
“逃逸”在政策制定者视线之外的情况，就成了滋
生问题的温床。

比如让百姓帮官府养马，变法团队周密地考
虑了方方面面，但只要漏掉了马要吃多少草料、农
户有多少田地这些看似不起眼的细节，这个法令
就必然失败；又比如清查土地和户口，如果不对普
查工作每一个环节的难度有充分的考虑，最后这
项工作必然摁下葫芦起来瓢，或者干脆烂尾。

人类学家詹姆斯·C.斯科特（James C.Scott）
发现，人类历史上许多试图改善人类状况的项目，
最后只得到悲剧式的结果，原因就在于：
那些项目背后的预言家和设计者犯了自大的

毛病，忘记了自己也是凡人，行动的时候似乎觉得
自己是上帝。

所以，做1亿人构成的巨型复杂系统的“话事
人”，真是地狱难度。因为基于人有限的理性，决
策必然有漏洞。而决策一旦有漏洞，就一定会出
乱子。集权程度再高的体制也只能做到“一声令
下”，却无法确保“整齐划一”。王安石变法的措施
并非不严谨、不真诚，却屡屡翻车，事与愿违，原因
大致在此。

但更要说明的是，王安石的改革并没有随着
法令的废除、王安石本人的隐退而湮灭。相反，它
就像一次社会实验，虽然不成功，却留下了大量的
经验和数据。后来的王朝统治者可以在这些数
据、经验的基础上妥协修正、加加减减。所以元明
清时期，许多旨在汲取财富、治理庞大人口的政
策，都有“王安石变法”的影子。

从这个意义上说，王安石输了人心、舆论，却
赢了时间。

长久以来，大众谈及明代读书人，脑海里
往往固化出几类单薄形象，要么是周旋于朝
堂、固守儒家经典的士大夫，要么是拘泥礼
教、略显迂腐的道学中人，市井匠人、行商坐
贾乃至闺阁女子，似乎都与传统认知里的“斯
文”二字相去甚远。明史专家陈宝良的《斯文
在兹：明代知识人画像》，打开了明代社会文
化史新的观察视角，旨在走出片面的历史印
象，真切触摸明代知识阶层多元鲜活的整体
面貌。

作为深耕明史研究多年的学者，陈宝良
延续了其一贯扎实的治学风格，结合历代政
书、明人文集笔记杂录等大量史料，跳出传统
史学聚焦朝堂精英的叙事框架，提出明代逐
步从士大夫社会转向知识人社会的论断。全
书以“斯文”的流转作为主线，划分出“乡先
生、道学先生、文人、名士、商士、工匠、儒医、
女郎”八类各具特色的知识人群体，多维铺展
明代知识版图的扩张过程，呈现出文化权力
由上层庙堂悄然流向市井民间的趋势。

书中，每一类人物都有着属于自身时代
的坚守。致仕归乡的乡先生是地方教化的标
杆，他们维系着乡土社会的伦理秩序，却也在
世事更迭中慢慢失去往日的影响力。潜心治
学的道学先生并非千人一面的模样，有人恪
守本心钻研义理，也有人流于表面故作姿态，
人格的分化折射出明代理学发展的复杂走
向。擅长诗文的骚人墨客、追求自由风度的
名士，以才情装点着明代文坛，在礼法约束之
外活出别样的姿态。
传统四民秩序中，商居末，匠为贱。但明

代“士商互动”之后，商人开始崇儒好文，工匠凭
借技艺获得了士大夫阶层的认同，甚至出现
“工匠知识人”。作者的笔触没有停留在社会
地位的升降，而是追问知识本身的变化：当匠
艺被视为一种职业知识，当“奇技淫巧”被重新
评价为“匠心独运”，知识的标准就不再由儒生
一手把持。同样，儒医一章也很有意思，医家
从“不为宰相则为良医”的情怀，走向了职业精
神的重建，其间医儒互动的细节，透露出明代
社会对实用知识的接纳程度远超我们的想象。
全书最动人的部分或许是对女性知识人

的书写。传统印象里，明代女性要么是烈女
节妇，要么是名妓才女，形象单一。她们有知
识、有才情，也渴望名士化，但始终困在情色
与德行的夹缝中。黄媛介、柳如是等名字的
背后，不只是一段段风流韵事，还是女性如何
在男性主导的知识世界里争夺话语空间的艰
难历程。作者没有刻意拔高，也没有简单同
情，而是把她们放进“知识人”的框架里，一窥
明代社会性别与知识之间的博弈。
依托自题画像、自祭文等私人文献，作者

得以深入历史人物的内心世界。这类脱离官
方正史记载的文字，褪去了刻意塑造的标准
形象，留存下书写者真实的思绪，让读者得以
看见个体在时代中的选择。有人坚守传统理
想，在世俗洪流中守护心中的斯文；有人顺应
社会变化，跨界转型寻找新的生存方式；有人
追逐个性解放，挣脱世俗规训活出自我。一
个个具体的人物选择，串联起明代社会文化
转型的脉络，让冰冷的历史记载拥有了温度。
斯文无界，不因身份职业而受限，亦不因

男女之别而阻隔。商贾有诗情，工匠具学识，
医家跻身士林，女子雅集唱酬。知识一旦走
出书院、走向众生，就不再是少数人的专属，
而是成为整个社会可以参与、可以重塑的活
水。一个时代的文明高度，不取决于书院里
有多少人在讲学，而取决于市井坊间有多少
人在读书、在思考、在创造。


